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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农村电商的兴起和发展，青年农民网商

这一群体也应运而生。该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乌尔里希 · 贝克风险社会概念中的个体化反思

性生涯作为理论基础，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出现后，青年农民网商生存处境和策略性行为的变化。

青年农民网商在生存弹性空间崩裂、承受风险能力脆弱的情境下，采取电商直播、多平台经营和保

守式经营等应变性策略。但个体化层面的权变性策略难以应对整体性的社会风险，需要政府的积极

介入和作为，以增强其化解现代性社会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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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9 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和蔓延，按下了经济运行的“暂停键”，打破了原初的经济运行轨

迹和秩序。在此情境下，经济领域内的各行各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折损。高度依赖社会流通的农

村电商产业更是由“火热期”进入“冷冻期”。甚至，当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阶段，隔离和封锁政策逐渐

解冻，农村电商依旧处于低迷状态。为恢复农村电商的运作，政府进行了积极的介入和作为，但仍无法

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电商发展动力不足的局面。

农村电商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一直是国家高度重视的重要领域。自 2014 年至

2019 年，农村电商已经连续 6 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快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国

家和政府积极政策的引导下，农村电商发展迅速。2009 年，全国仅有 3 个电商村。到 2019 年，已有

4310 个电商村、1118 个电商镇和 95 个电商村集群，分布在全国 398 个县（区），销售额超过 7000 亿元，

带动就业机会数量超过 683 万个，活跃网店数达到 244 万个 [1]。农村电商在地理范围分布、村镇数量、

销售数额和活跃网店数量等方面持续扩增的背后是农民网商数量的不断增加。按照农村活跃网店和农民

网商的 1 ：1.63 左右的比率粗略估计 [2]，2019 年，活跃的农民网商数量大概为 397.72 万人。在农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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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这一群体中，因青年农民网商拥有互联网思维、了解游戏规则、具备现代性经营理念和独立的市场意

识等绝对优势以及家庭代际分工的安排，成为农民网商的主体。截至 2018 年，据统计，从年龄结构看，

电商村年龄在 30 岁及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已高达 51.8% [3]。青年农民网商作为农民网商中的主体，

决定着农村电商的发展方向、生命力以及发展程度。因此，从微观角度考察从事农村电商生产经营的主

体——青年农民网商现阶段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应对策略，对如何促进农村电商的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通过“去中介化”方式赋权和赋能于青年农民网商的农村电商，却使青年农民

网商遭遇“再失权”与“再去能”的境地。在农村电商生产经营的具体实践中，青年农民网商的边际收

益急剧递减，付出与回报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趋向。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出现、蔓延以及常态化，使青

年农民网商生存处境中旧有的危机、矛盾和症结进一步爆发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点。为研究青年

农民网商的生存处境和应对策略，本文运用乌尔里希 · 贝克（UlrichBeck）的“个体化反思性生涯”作为

理论基础，分析青年农民网商因社会风险而触发和加剧的生存困境。在此基础上，研究作为个体化的青

年农民网商，如何通过同行境遇、市场行情、地方现状等现象不断反思和调适自身的行为和策略，以达

到逆境生存和保存自身的目的。

二、研究综述

2015 年，路征、丁忠明等学者开始正式定义和阐释农民网商的概念，并结合各地农民网商发展的典

型案例，对农民网商的现状、微观特征、存在问题和对策进行分析 [4] [5] [6] [7]。邵展鹏以场域作为概念，认为

随着农村电商场域规则的演变，电商平台“资本占主导的逻辑”对农民网商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其经

营的店铺“越来越难做” [8]。随后，邵展鹏以“空间表意”的理论视角，基于城乡电商网络空间表意的比较，

发现农民网商在网络空间表意方面存在局限性 [9]。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肖葛根、王艺璇以城乡互动的视角，

探寻利用电商平台返乡创业的青年，如何面对是再次融入城市以满足发展需求，还是嵌入乡村以发展乡

村经济的抉择问题 [10]。目前，学者对农民网商这一群体，尤其是农民网商的主体——青年农民网商的研究，

均处于纯粹事实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极其有限。

乌尔里希 · 贝克最早提出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化理论，指出西方社会已进入一种自反性的现代化，自反

性现代化呈现两种特征 ：其一是社会成为风险社会 ；其二是个体化的生存形式和生产处境成为了某种趋

势。 [11] 而其中的“反思性生涯”是“个体化”社会中的主要特性。

毫无疑问，生活在信息时代意味着社会反思性的增加，社会反思性是我们持续去思考或反思我们生

活的处境。 [12] 在现代社会，风险日渐下移，个体成为风险的承担者和消化者，这也不断激发个体通过反

思和判断以规避风险。与此同时，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行动者所获得的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

能力便越大，改变社会状况的能力也越大。 [13]

在中国社会，农村社会传统权威的衰弱和熟人社会的解体，导致农村已呈现完全的个体化、原子化

和“去传统化”的状态。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4] 个体化经营

的青年农民网商接受过一定程度甚至是较高程度的现代教育，具有使用新媒介、搜寻现代市场信息、拥

有自主意识、城乡生活经验等现代化素养。因此，这一群体能对相对复杂的农村电商市场态势和社会风

险作出独立的判断和诊断，并通过反思性的策略行动调适自身的行为以保存自身、实现发展目标。

三、研究方法

中国农村电商发展的空间分布呈非均衡分布态势，高度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浙江、广东、江苏、

山东、福建等地发展程度最高。 [1] 因此，基于农村电商发展的地理空间分布特性，选取农村电商发展时

间超过十年的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和菏泽市曹县、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 3 个省 4
个县进行调研。

研究方法采用质性研究，以实地调研的方法获取经验性材料。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7 月，笔者

通过熟人的带领和介绍，访问了青年农民网商、电商企业负责人和衍生性服务行业人员等。采用了参与

观察、深度访谈、线上观察的工具，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主要对青年农民网商的个人经历、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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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营销方式、店铺数量、个人预期、应对策略等进行了深入访谈，并根据调研现场访谈对象谈及的

新情况、新问题等信息调整访谈问题，进行追踪式访问。为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在访谈结束后，通过青

年农民网商提供的信息在电商平台查找其店铺，对其经营商品类目、种类和经营状况进行验证。同时，

在访谈过程中有意识地提及访谈对象村内的同行（已被访谈者），通过他对其他同行的评价进行交叉论

证。最后，访谈结束后与访谈对象互相添加微信作为联系方式，一方面线上观察其发展动态，保持线上

联系，另一方面方便后期对部分信息和状况进行回访。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笔者为了随时获悉青年农

民网商的经营状况变化、群体心理、经营策略、未来预期整等，对 55 名青年农民网商进行了微信回访，

并随时跟进其在微信群、朋友圈等状态。其中，40 名男性，15 名女性。年龄最小的 23 岁，最大的 43 岁。

55 名青年农民网商中年龄在 20~40 岁左右的有 44 名。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初中文化程度的

有 32 位，高中 3 位，专科 9 位，本科 10 位，研究生 1 位。45 名有务工经历，部分专科生、本科生在外

务工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凭借专业知识敏锐地嗅到电子商务的良好发展前景，辞职回村尝试使用电商平台

销售本地产品。农村电商最主要的特质是生产经营与家庭相结合，有 15 个是夫妻店。青年农民网商所

售的商品，有着明显的地域性、集群性特征。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 W 村几乎全部从事草柳编的销售，浙

江省丽水市缙云县 B 村全部从事运动用品的销售，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 M 村全部从事大鼓销售，山东

省菏泽市曹县 D 村全部从事演出服的销售。其他村的人销售不同的产品类型，例如商务厨具、木制工艺品、

特色农产品等。

四、结果分析

（一）后疫情时期的经营困境

1. 家庭化经营的生存弹性日趋崩裂

青年农民网商崛起和成功的关键点在于采取了家庭化的经营模式，实现了电商平台运营与家庭运转

的完美嵌合。在这一经营模式下，青年农民网商在最大化调动家庭劳动力和家庭资源的同时，能在最大

程度上以自我剥削和开发的方式扩展生存弹性，在电商市场上获得相较于大企业的相对运营优势。正如

恰亚诺夫指出的，在劳动核算机制的作用下，家庭在基本经济均衡条件下使它能够接受很低的单位劳动

报酬，这使它可以在资本主义企业陷于毁灭的恶劣条件中维持生存  [15]。55 名青年农民网商中只有 4 名

因是外地人而租用村庄宅基地进行销售、储存、发货等生产性活动，其余 51 名青年农民网商均将销售、

存储、发货、生活等嵌于村庄的宅基地之内，并在最大程度上动员家庭内的闲置劳动力投入到农村电商

生产、销售、物流等运营环节。W 村 28 岁的男性 CL，拥有专科学历，借用老丈人租的电商城办公室

经营电商。在调研时，CL 母亲用三轮车运输包装完好的快递包。CL 解释道 ：“我们全家都干这个（农

村电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以及大姨负责在家编织草柳编制品，俺妈帮着打包发货，我负责进行网

上销售。”

青年农民网商家庭化的经营模式为其初期进入电商场域提供了低廉劳动力的资本和优势，打开了电

商经营的市场，促进其在一定时期内快速完成资本的初期积累。青年农民网商几乎零成本的运营模式，

造就了其“进可攻、退可守”的生存空间和弹性。然而，随着农村电商扩散效应的增强，同质化竞争

日趋激烈，青年农民网商的生存弹性和市场相对优势逐渐被稀释。但由于青年农民网商享受了初期农

村电商红利的溢价效应，遂难以放弃已苦心经营多年的店铺、线上客户源以及可能的致富梦，惟有在

苦苦挣扎中不断寻求破解之道。曹县 D 村 28 岁的 WJ，在 T 集市店和 P 集市店销售演出服。在 2012
年开始销售演出服时，在旺季巅峰时日赚 3000~4000 元。2019 年，代销过时军装每件纯利润是 1~2 元，

代销新款嘻哈服每件纯利润是 20 元左右。旺季期的每天纯利润是 100~200 元左右，这一利润的获得

需要淡季期每天亏本刷单，投入刷单费、礼品费、营销费和运费等成本。WJ 叫苦不迭 ：“现在越来越

难干了，赚不了几个钱。我父母觉得这一行不靠谱，让我去上班。”WJ 将其个人以及整个农村电商产

业生存弹性日益稀薄的原因归结为“同行恶性竞争”“本地没有形成价格规范机制”。农村电商场域商

品价格的低迷，使青年农民网商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最低程度。在此情境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和蔓

延给予正艰难维持生计的青年农民网商致命一击。2020 年 7 月份，WJ 直言 ：“现在都难以生存了，我

直接不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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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打独斗式运营的脆弱性

青年农民网商虽然通过再嵌入家庭和农村社会 a 的方式进行生产、销售，但在商品选择、市场决策、

营销策略等运营方面均是单打独斗的方式，呈明显的“个体化”“原子化”倾向。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

台镇 Y 村，本村以及周围村庄以生产销售不锈钢商务厨具为产业。ZXT，30 岁，男性，专科毕业。在 T
电商集市店销售商务厨具，雇佣一个客服在网上谈价格、产品规格、数量等具体细节。网上客户下单后，

他联系 Y 村的工厂谈产品细节，让工厂将货发送给购买者，他赚取差价。ZXT 的工作地点不确定，既在

城市租的房子进行经营活动，也在村庄进行。ZXT 认为，现在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半熟人

化”，都是“各忙各的”。虽然村里的人都知道彼此正从事的工作，但是彼此并不熟悉。基本的人际交往较少，

仅限于见面打个招呼。

“各忙各的”是青年农民网商“个体化”的主要表征，其根源在于农村电商生产、销售和售后等环节

具有极大的独立性、机动性、随机性等特性。实际上，农村电商的运作不需要依赖青年农民网商之间的

相互协助，自然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分工，继而难以在青年农民网商之间形成较为强大的内聚力和凝聚

力。不可否认，青年农民网商单打独斗式的经营方式和策略，高度适应了电商市场日常竞争和生存的需

求和法则。然而，在信息流动性强、相互依存性高、风险性大的现代社会中，青年农民网商单打独斗的

生存竞争策略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特质。在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出现、爆发、蔓延以及常态化的过程

中，单打独斗的青年农民网商明显“势单力薄”，2020 年 4 月 18 日，D 村 YH 因无法承受 M 商城店高额

的店铺运营成本，开始在 D 村商家学习交流的微信群中发布“山东曹县童装新店，MJJ 旗舰店超低价销售”

的信息。5 月 7 日，又发布“出售山东童装专营老店，价格很低，几万元，包过户。与此同时，以往高度

活跃的信息交流群，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未浏览到青年农民网商发布关于“找货”“招工”等消息。单

打独斗的青年农民网商在现代性风险面前“不堪一击”，既无足够的积累性资本捱过“赔本期”，也无机

变的能力化解疫情风险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无强有力的聚合性力量实现青年农民网商之间的“守望相助”。

（二）青年农民网商突围“后疫情之困”的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后，青年农民网商的营商环境逐渐开始松动、和缓。但是疫情造成的交易

低迷态势仍在持续，难以在短时期内恢复到疫情之前的交易状态。面对后疫情时代的生存之困，青年农

民网商产生了集体性的“生存焦虑”。在“生存焦虑”的反逼下，青年农民网商通过反思和总结积极寻求

破解之道，采取策略性行动以期在最大程度上弥补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负面效应。

1. 主动出击 ：电商直播

新冠疫情风险蔓延期间的显著性特征是社会流动性的中止、切断和停滞，造成了信息交流上的封闭

性和交易通道的闭塞性。为打破僵局，青年农民网商积极采用新媒介——直播平台作为电商营销的平台。

电商直播的应用能攻破经济停滞期交易的各个关节点，实现信息、资源和资本的“新流动性”。曼纽尔·卡
斯特认为，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节点，只要具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和沟通符码，就能实现连通，构成网

络社会。 [16] 为了扭转新冠肺炎疫情对曹县汉服销量的负面影响，2020 年 3 月 23 日，180 多家头部企业和

商户与网络平台进行合作，推出“产业带复工线上大联播”系列活动，以在线直播的形式推介 5000 款汉服。

曹县县长 LHM 参与了直播活动，在县长带货的营销下，参与活动的商户半小时内出售了汉服 3000 余件。

活动当天，商户在各个电商平台上的汉服销量翻倍，部分商户较平日上涨了 7~8 倍。 [17]2020 年 4 月 24 日，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县长 LHM 在曹县 YS 小镇电商产业园直播间参与第二次直播助

农活动，详细介绍了儿童汉服、创意板凳、芦笋等曹县特色产品。在直播的两个小时期间，引发了“订

单热”。山东省菏泽市曹县 H 村，GJJ，女，38 岁，2011 年从事农村电商，生产销售小家具、包装盒等

木制品。除了是供货方外，也在 M 电商商城店进行销售。GJJ 看到 LHM 县长直播带来的“订单效应”后，

直言 ：“看到县长直播之后更有信心了，后面我准备自己学习直播。”

焦虑的青年农民网商在“销量停滞或下跌”的生存危机的逼迫下，达成了潜在的策略性共识，即联

合起来与直播平台达成合作关系，从而为持续低迷的销量注入“强心剂”，以期顺利渡过疫情危机期。乌

a 适合农村电商生存的农村社会必须以当地的产品为中心，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包括生产资料、加工制作、配件生产、

辅料供给、物流运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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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里希 · 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对“安全”的诉求产生了焦虑性团结，以极力避免最坏的结

果 [18]。电商直播具有互动性强、即时性快、传播性广的特性，搭上“宅经济”的顺风车，能达到短时间

内迅速吸引流量和眼球的目的，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青年农民网商大规模地参与电

商直播活动，有效缓解了新冠肺炎疫情风险造成的生存危机，也为其下一步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可能性。

青年农民网商电商直播的策略性行为，既是一次大规模试水行动，也是营销方式的创新。这一策略性行

为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曹县县长 LHM 以县长的身份参与直播，代表了政府支持农村电商发展的积极

态度。同时以“县长直播”作为新闻热点吸引流量和眼球，形成了“政府 + 商户 + 消费者”三者的强互

动关系。

2. 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多平台经营意识

电商场域经营的风险性与竞争的激烈性，促使青年农民网商形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青年农民网商

对销售商品的投放平台进行梯度区隔式的经营和管理，即“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电商平台场域

中基本上分为三个梯度 ：第一梯度是 M 商城店，代表着高投入、高流量、高点击率和高风险性，对应的

用户群是追求商品品质的高收入群体 ；第二梯度是 T 集市店，代表着一般化投入、一般化流量、一般化

点击率和低风险性，对应的用户群是普通收入群体 ；第三梯度，P 电商店 b 代表着低投入、低流量、低点

击率和零风险，对应的用户是不要求商品质量的低收入群体。青年农民网商将所售商品分别投放在三个

梯度电商平台上，意味着将收编和俘获不同收入的群体，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高销量，快速实现资本积累。

曹县 D 村，WWX，男，43 岁，销售嘻哈服，拥有 T 集市店和 P 电商店，经过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洗礼后，

将更多的精力从 T 电商集市店转移到了 P 电商店。他认为，P 电商平台占据了大量的流量，现在多数人

都在 P 电商平台购物。最关键的是 P 电商平台能链接微信（T 集市店和 M 商城店无法用微信进行支付），

用微信进行支付的功能，使其拥有了老年人和小孩子作为用户。博兴县 W 村，YBB，女，30 岁，销售草

柳编制品，3 家集市店和 1 家 P 电商店。于 2018—2019 年期间，将全部精力、资本和资源放置于 T 集市店。

YBB 为了保持在 T 集市店的店铺排名，每天至少投入 200 元做“直通车 c”。而在后疫情时期，YBB 在 T
集市店上的销量基本上停滞了，并没有恢复的迹象。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制造的高生存压力重新洗牌了青年农民网商的平台梯度分布战略，导致青年农民

网商不断主动从高级平台或普通平台分流至低端平台，以减缓高投入低收益甚至是零收益的生存窘境。

与此同时，高端或普通电商平台的资本逻辑和规则，对青年农民网商的生存处境造成了结构性的挤压，

致使其只能通过多平台的经营策略来反抗电商平台逻辑的规制。布迪厄指出，策略构成实践的重要原则，

并非行动者凭空创造而由生活其间的物质环境塑造而成。 [19]。55 名青年农民网商均拥有多个 T 集市店，

有 5 名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 B 村的农民网商既有 M 集市店又有 T 集市店，同时均对 P 电商店给予了高度

关注并陆续加入其中，东省菏泽市曹县 D 村的 3 名青年网商同时在 P 电商平台和 T 电商平台上销售演出服，

且主要以 P 电商平台为主。

3. 灵活调整 ：从激进式扩张到保守式经营

在农村电商溢出效应的激励下，青年农民网商积极扩张生产经营规模以及开发和细分产品种类，以

期在“蚂蚁雄兵”d 式的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在此情境下，为了实现致富的目标，青年农民网商的扩张

性行为甚至带有某种“破釜沉舟”式的激进和决绝。M 村，青年农民网商经营种类从传统大鼓逐渐发展

到腰鼓、堂鼓、花盆鼓、架子鼓，等等。YZW，男，30 岁，拥有多个 T 集市店。在不断细分大鼓种类的

同时，引进现代化机器生产塑料鼓身。同时，不断细分产品工序，从做牛皮鼓面、制鼓身、订鼓皮、涂

漆等各个复杂工序均有十几个人投入其中。在 600 多平方米的大棚房内，大概有 50 个农民帮助其进行生

b P 电商店自 2018 年上市具有较高的争议性，平台商品以超低价格、劣质商品、假货、仿货等负面消息占据电商市场场域

内的流量，其目标用户是低收入群体。

c 直通车是 T 电商平台设置的卖家以购买商品关键词的方式提高点击量、浏览量、访问量和购买率的强制付费推广机制，

并在店铺左上方标有“Hot”的标志。

d T 和 M 电商平台，为吸引人气和流量，在政策上鼓励中小网店免费入驻，对入驻网店不加选择、不加挑选。在低门槛、

零成本的电商政策诱导下，大量的中小网店蜂拥而至，所以学界将其发展状态称之为“蚂蚁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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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加工。YZW 认为，有剩余资本就要投入到生产中，才能接更多的订单，赚取更多的利润。

新冠肺炎疫情前，青年农民网商为在电商经营中掌握着主动权，一旦积累到一定数量的资本后，就

会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将其投入到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行动中，以实现资本的循环再生产。正如马克思

指出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 20% 的利

润，它就活跃起来 ；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20] 青年农民网商为增加利润空间而进行的激进的、

冒险的扩张行动，实际上是其为实现可能的致富前景进行的一场赌博，蕴藏着高风险和高代价。2010 年，

B 村的 TY 销售运动用品时，为打击潜在竞争对手，增投几百万购买运动气垫，以亏本营销的方式进行销售，

结果血本无归。在 B 村，类似激进式扩张行为导致大量青年农民网商经营失败的案例不胜枚举。2012 年，

B 村有 100 多位青年农民网商。截至 2018 年，仅剩 30 多位了。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和蔓延，将青年农民网商激进式扩张行为的风险性放至最大化。青年农民网商

在“无订单”和“无尽头”的焦虑中，不得不将激进的扩张策略转向“求安全”的保守策略。青年农民

网商抑制了开发生产新产品的行动，想方设法将“库存”售出，以降低“库存”款式过时导致利润大打

折扣的损失。2019 年生产的新款儿童嘻哈服，生产成本是 26.8 元，运费 4 元，包邮价是 55 至 58 元左右。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加之非新款的原因，降价为 39.8 元。WWX，男，40 岁，销售嘻哈服，拥有

多个 T 集市店和 P 商城店。2019 年 4 月份，WWX 找工厂花费十几万元生产了 6000 套最新款嘻哈服，发

展了本县范围内十几个分销商进行分销，例如 WJ 就是其中的一员。WWX 说 ：“在电商市场中，要想比

别人卖的好，关键是产品，要不断创新，不断找新花样，多生产，薄利多销，才能赚到钱。”但 WWX 又

承认，订做 6000 件嘻哈服，导致其资金链断裂，大量的压货导致其遭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断码就意味

着亏本。今年受疫情影响，WWX 停止了扩大生产新款式的行动。2020 年 7 月 28 日，他在微信上说：“现

在谁还敢动啊，都在想方设法地卖库存，能把库存卖卖就不错了。我去年做的衣服，剩了 1000 多件，先

把它卖了再说吧。”

个体化的青年农民网商在面临社会风险时，从个体的实践经验、综合判断以及资本拥有状况出发，

灵活且不受限制地调整着其生产经营策略，使其在社会风险面前拥有极大的弹性空间和回旋地余地，进

而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损失、保全自身的经济安全。WWX 从疫情前的大量生产新款嘻哈服以追求最大化

利润的行为，转变为疫情后销售剩余存活、停止生产的保守性、观望性的策略，实际上是在风险社会中

主体反思性的结果。

五、余论

青年农民网商面对后疫情时期触发和加剧的生存之困，采取了多种方式并存且灵活多变的策略性行

为进行应对。但青年农民网商的策略性行为基本上局限于个体化层面，所能采取的策略基本上是出于个

体对经营经验、地方知识、同行选择倾向以及新闻事件等进行反思和判断。然而，个体的反思性策略对

全球化问题造成的现代性后果的干预作用几乎微乎其微，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颓势。为此，应发挥政府的

引导作用，进行积极的介入和干预，实现政府与青年农民网商之间的有效联动，以聚合性力量共同应对

现代性风险的负面影响。

第一，政府需进一步运用和发展数字农村的管理方式，通过政府人员实地调研与商户自报的方式，

将所有的青年农民网商的信息进行汇集、整理，按照青年农民网商年销售额、年纯利润、营销品类等标

准进行数字化的分档归类。实现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网格化治理。

第二，扶持电商村内的农村电商新精英作为“带头人”，建立电商协会，搭建起青年农民网商之间进

行产品、信息、资源等交流互享的平台。实现电商村内部资本、资源、信息等的聚合和裂变，共同应对

农村电商市场场域中的风险性和多变性，增强个体化青年农民网商应对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第三，政府积极举办各类电商活动，挖掘地区内的文化价值，通过“电商 + 文化”的模式，发展出

独特的本地化“电商文化”，为农村电商赋予新的文化意涵。电商文化活动的举办推动了农村电商知名度

的拓展，实现文化增值，为青年农民网商的产品打开更高的知名度。山东省菏泽市多次举办“荷花节 · 电
商节”，以本地具有相当知名度的“荷花”为媒介，宣传电商内容，进行招商引资，引进青年农民网商赖

以发展的资源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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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府着力于引导、扶持个体青年农民网商充分发挥创造力，以多样化的现代化形式实现“小

农户 + 现代电商市场”的对接，例如电商直播、社交电商、短视频营销等。政府应积极与各个电商直播

平台对接，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为青年农民网商提供与各大平台合作互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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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Dilemma and Strategies of Young Farmers’ E-merchants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Nie Zhaoying Wang Yih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carried by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group of young farmers’ online business has emerged. Based on Ulrich Baker’s concept 
of risk society, this paper u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the living situation and 
strategic behaviors of young farmers’ e-merchants after the emergence of COVID-19. Under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 living elastic space breaks down and the risk bearing capacity is fragile, the young farmers’ online businesses 
adopt such flexible strategies as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multi-platform operation and conservative operation. 
However, the individualized weighting strategy is difficult to deal with the overall social risk, and it needs the 
active intervention and action of the government to enhance its ability to defuse the modern social risk.

Key words: Post-epidemic Period; Rural E-commerce; Young Farmers Online Merchants; Surviv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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